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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华，红色上海第一编

自朝鲜的军事天才，1919 年为争取祖国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

解放出来，他付出“全家尽节”的代价，只身流亡中国。他很

快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把反帝反封建视作朝中两大兄弟民族的

共同使命，并为之奋斗终身。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已是黄埔军

校主任教官、军队仕途光明的毕士悌却坚定跟随共产党，在遍

布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受领党组织的任务，辗转来江西苏区，

长征中当上红军干部团参谋长，为中革军委打前锋，从乌江一

路战斗到腊子口，1936 年为掩护党中央东渡黄河身中数弹，弥

留之际，他只问了一句：“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

得知毛泽东和党中央已顺利渡河，他才安详地闭上双眼。

何止是毕士悌，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从不畏惧强暴，他们

用炽热的爱给中国革命事业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你肯定听

说过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这三位美国记者让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形象进一步传播世界，尤其这些工作大多在上海完成。”

王泠一提到，这三个美国人的姓氏都以英文字母 S 为首，人们

习惯叫“三 S”，“他们于 1924-1928 年间来到中国，而上海

恰恰是‘三 S’进入中国的门户，是他们从事进步活动最频繁

的地方，他们反映中国革命的报道和著作也基本在这里写作或

发表”。

1927 年 5 月，斯特朗乘美国邮轮抵达反动派屠刀挥舞的上

海，她遍访孤儿院、教堂和浦东工业区的劳工服务站，确实了

解国民党残害共产党和工人的暴行，向世界报道了上海“4·12”

大屠杀真相。20 年后，斯特朗成功结束在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后又来到上海，住到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忙于

写作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她写的关于延安情况的材料，也是

从上海送到印度、菲律宾、日本以及欧洲各国去发表的。她在

纽约左翼刊物上发表的题为《毛泽东的思想》一文，着重写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想，介绍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

的创造，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史沫特莱来华更早，1923 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特

派记者身份来华，1929 年春夏间到上海，她在上海的“家”成

了地下革命活动联络站，苏区重要干部来沪常落脚于此，像红

十军军长周建萍就在她家隐蔽养伤。她还不顾个人安危，掩护

一些中国同志逃脱追捕。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红军

长征消息的外国记者，1931 年，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在龙

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史沫特莱与鲁迅等中国作家一同起草

抗议宣言，并译成英文、俄文、日文，在国外报刊上发表。

斯诺是 1928 年来到中国，上海是他走向中国各地考察研究

的出发地。在上海，斯诺和宋庆龄建立深厚友谊。宋庆龄介绍

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继而访问陕北根据地，见到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报道了“人类历史上伟大革命之一的基

本历程以及投身这场革命的人们”。1938 年，《西行漫记》在

上海出版后，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协”采取推销购书券的办

法发动青年购买阅读，在上海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斯

诺痛恨帝国主义、买办统治下的旧上海，称其为“中国脸孔上

的政治溃疡”，他在著作中无情揭露帝国主义霸占上海的史实

和国民党残害爱国进步人士的罪行，报道了“1930 年一年，上

海街头和河道里发现 2.8 万具尸体”等事实，激发了人们的革

命激情。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观察‘三 S’，他们的生活满

可以富有诗意情调，像史沫特莱在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

长期租下独门独院，犹如‘大隐于市’，而斯诺的稿费也足以

让其在公共租界过着十分体面的生活。”王泠一表示，但同情

并支持中国革命的出发点，让他们在上海因志同道合而成为好

友，正如史沫特莱留下的名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

个中国人。”

正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里写道：“一个外国

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

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

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也因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代表人间正道，当 1949 年 4 月百万解放雄

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际，正在巴黎和布拉格出席全世

界拥护和平大会的各国进步政党与知名人士无不欢呼雀跃。主

持布拉格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多尔达刚拿到解放军占领南

京、正向上海进军的电报，当即中止会议，向在场的 17 国代表

团宣读喜讯，全场起立欢呼了足足半个钟头。“为什么你们进

行着战争，和平拥护者却如此热爱你们？因为人民军队的胜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在兵工厂缴获大炮。




